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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国环境形象建构的批评话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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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纽约时报》在对中国环境形象建构中投射了传播者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通过互文、隐喻、

过度词汇化等手法，建构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下的人与环境失调、放任技术盲目发展的环境弗兰肯斯坦、

政治管控背景下的环境积极分子抗争、崛起政治大国的国际环境话语权争夺等不实中国环境镜像。应

用费尔克拉夫的批评话语研究理论，从言语描述、话语实践解释、社会实践阐释三个维度对《纽约时报》

环境新闻语料库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该报话语实践背后的社会化权力和污名化中国环境与中国形象的

铺垫效果。在中国主动发声的形象“自塑”建构进程中，需要提升中国形象话语建构与传播的“科学性”

与“跨文化性”，以强化中国形象建构的认知范式与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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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Discourse Study on China’s Environmental Image 
Construc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LI Wei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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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w York Times has casted corresponding ideology and value of the disseminator. The newspaper 
constructed illusions about the China’s environmental image including the disorder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under the extreme pursuit of economy, an environmental Frankenstein neglecting the control of the technology, 
the protest from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the conten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the environment 
by utilizing intertextuality, metaphor, excessive lexicalization and other techniques. Applying Fairclough’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nvironmental News Corpus of New York Tim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speech description, discourse practice 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interpretatio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e socialized power behind the discourse practice of this newspaper and the paving effect of 
stigmatizing China’s environment and China’s image. It is hereby proposed that scientificity and transcultural 
features should be further enhanced to improve the cognition paradigm and practical competence of the Chinese 
self-imag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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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可 • 波罗时代开始，中国形象就被西方

持续关注。在口述史、旅行笔记、比较文学作品

等中国形象来源最常见的渠道里，遥远东方国度

的形象在西方文化中被投射、被建构成“他者”

的想象。当今社会是一个高度媒介化（highly-
mediated）的社会，媒介形象是被高度媒介化的

形象（mediated image）。帕梅拉 • 休梅克和阿基

巴 • 科恩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人们——甚至是记

者——认为具有新闻价值的内容未必成为新闻”[1]， 
进而提出了用复杂性作为研究新闻的新框架。近

20 年来，因为环境直接导致或与环境有关的风险

呈现出增加的态势，以雾霾为代表的各类环境议

题频繁进入公众视野，形成了多次舆论热潮。环

境问题对民众公民意识的构建作用越来越突出，

以环境议题为出发点的话语争夺越来越激烈，媒

体对于环境新闻越来越重视，环境新闻在环境传

播中己占据了核心位置。在大量宣称“价值无涉”

的《纽约时报》环境新闻中，中国环境形象是如

何被建构是本研究的基本目标。在《纽约时报》

“他塑”中国环境形象的过程中，《纽约时报》

新闻生产者在新闻报道中介入了何种态度与情感，

话语实践如何与社会化权力勾连并生产了何种意

义是本研究想深入挖掘的问题。

我们不先入为主地认为权力与偏见介入了新

闻报道，而是选择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展开批评

研究。批评话语分析的“中 - 微观”视角对于已

有媒介形象研究在方法论上是一种有力补充，此

外，为了避免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先入为主的立场

和非随机抽样的随意性，本研究将收集到的语料

建成一个小型语料库，以更客观全面地阐释《纽

约时报》涉华报道的环境形象建构问题。

一 批评话语理论

批评话语理论（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批

判话语分析理论来进行研究，批评话语理论已经

超出了语言学的界限，进入政治学、叙事学、传

播学等学科的研究当中，常见表达有批评语言学、

批评话语分析、批判性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研究

等。其中，批评语言学是较早期的表达，批评话

语分析与批评话语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

中一般不区分，两种术语在本文通用）由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发展的批评语言学演

进而来。批评话语学者承袭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

思想，分析话语在社会结构上的建构性，重视语

言使用，秉承问题意识，将解决社会问题、促进

社会发展作为其话语研究理论的重要出发点。如

果说以福勒（1979）为代表的批评语言学家还只

是在语言学的框架下拓宽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边

界的话，以梵 • 迪克（1984）、沃达克（1989）、

费尔克拉夫（1989）等为代表的批判话语分析学

者则更进一步，以语言为中介，将语篇的语言特

征与社会理论结合起来，语言作为意识形态的实

践，介入到社会建构和改变现实中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者们从批判角度研究新闻语篇的论

著 颇 丰， 如 van Dijk（2001，2009）、Jorgensen 
& Phillips（2002）、Fairclough（2006）、Giltrow 
& Stein（2009）、Fetzer & Bull（2013）。其中，

van Dijk（1997）“话语 - 认知 - 社会”三角理

论和 Fairclough（2002）[2] 的“语篇 - 话语实践 -

社会实践”话语分析三分法影响力最广。Wodak
和 Meyer（2015）[3] 在 修 订 的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一书中增加了“社会媒体”和“网

络数据分析”两个章节，对数字媒体和社会化媒

体中的话语进行社会化批评分析，从批判对象上

将批判研究向纵深推进。

批评话语分析将话语视为生产意义的社会符

号，话语可以建构现实。著名批评话语学者费尔

克拉夫将社会问题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切入口和

主线，以话语分析为核心，以话语实践作为话语

与社会的接口，提出了话语分析的三个维度：语

篇（text）、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和社

会实践（social practice）。任何“话语事件”都可

以被同时看作是一个语篇、一种话语实践和一种

社会实践。三者的关系如图 1[4] 所示。

语言描述维度（description）。该维度从文本

向度来描述话语，侧重分析词汇、语法、连贯性

和文本结构四个项目。

话语实践解释维度（interpretation）。该维度

图 1 费尔克拉夫的批评话语分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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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本分析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对具体语境下

的互文性、话语生产、分布和消费等社会过程进

行考察。

社会阐释维度（explanation）。该维度将话语

置于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之中，揭示主导话语社会

实践过程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以及话语实践在延

续和转变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中的作用。

Fairclough（2018）[5] 在三维批评话语分析框

架外又提出了“过程路径”的四步分析法。 新的

分析框架加入了“提出改变社会现状的方案”，

主张从话语实践走向更激进的行动实践。本研究

主要对《纽约时报》涉华环境报道进行批评研究，

揭示其权力和意识形态渗透的本质，暂无与这种

话语权力进行行动抗争的考虑。其他批评话语分

析学家，如梵 • 迪克的话语研究方法主要依托于认

知心理学，过于抽象，缺乏系统的、可操作的话

语分析方法；因此，本文将主要参照费尔克拉夫

三维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来进行《纽约时报》涉华

环境新闻报道的话语研究。

二 《纽约时报》中国环境形象建构之

批评话语分析：言语描述

（一）词汇层描述

批评话语研究者对于隐藏在文本中的意义潜

势和话语偏见的兴趣要远大于显性偏见，因为后

者能被受众轻松感知。为了避免只对同一个词进

行批评分析而陷入语言本体论的桎梏，为了得到

2000 年至 2017 年《纽约时报》中国环境报道词汇

选择的全景，本文首先将收集到的新闻文本进行

格式转写之后输入语料库软件，形成一个自建的

小型语料库，总库规模约为 20 万词，约 13 000 个

小句，24 231 个类符，213 049 个形符；再使用词

云图技术对语料库进行统计和可视化处理，生成

了标题与正文词云图（标题词云图见图 2）。

标题是一篇文章的浓缩。为了更好地直观分析

标题的词汇选择策略，我们将所有标题翻译成了

中文进行词频统计。统计显示，标题中除了“中国”

（140 次）之外，“污染”（52 次）、“空气”（22
次）、“环境”（13 次）、“雾霾”（11 次）是

分列第二到第五位的高频词。同时，为了进一步

研究词汇使用的详细偏好，我们进行了词类（part 
of speech）分割，分别对标题中的动词和名词进行

词云可视化处理。其中，在对高频动词进行词云

处理的时候，我们手动筛除了功能性动词，如“随

着”“可能”等。

从名词词云分布来看，《纽约时报》中国环

境报道的范围涵盖了大坝、空气污染、水污染、

气候等环境对象。“代价”“内讧”“冲突”等

名词的频繁使用凸显了新闻制造者的意义潜势。

尽管这种意义潜势也许不是传者有意识表达的，

但这样一种“习以为常”的惯习恰恰反映了其背

后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等因素，这

也正好反映了意识形态塑造意义于“无形”的强

大魔力。在进行标题动词分析的时候，我们发现，

如果动作的发出者是中国政府机构的话，其搭配

的动词常常是“披露”“计划”等；但如果主语

是国际组织、西方机构、各方专家的话，则搭配

的动词常常是“警告”；如果主语是环境问题或

环境污染的话，则搭配的动词常常是“威胁”；

如果主语是环境积极分子的话，则搭配的动词常

常是“抗议”等。从“名词（主语）-动词（谓语）”

和“动词（谓语）- 名词（宾语）”的搭配风格来

看，标题生产者明显有一种“我”和“他者”的

区别化词汇选择倾向。

鉴于标题中的形容词数量较少，且大部分形容

词只出现了一次，不具备统计学的意义，我们没

有生成形容词词云图。样本中 24 个形容词如下：

图 2 2000—2017 年《纽约时报》中国环境报道标题词云

a）名词

b）动词



12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6 期（总第 137 期）

快速的、严重的、便宜的、愤怒的、忧心忡忡的、

最低的、最后的、有毒的、有漏洞的、棘手的、

更大的、毁灭性的、濒危的、灰蒙蒙的、隐秘的、臭、

致命的、艰难的、非法的、过多、肮脏的、污浊的。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评价系统的“情感”分系统

中，“性质”主要依赖情感性质词来实现，形容

词则是最主要的情感性质词词类。从《纽约时报》

标题中的词汇来看，中国环境形象总体来说是负

面的。这些情感形容词向受众投射了一幅异常可

怕且危险的中国环境镜像，如 2004年 9月 12日《纽

约时报》国际版报道：

例 1：河变黑，水变臭，更多中国人死于癌症。

（2004 年 9 月 12 日）

通过对全部转录的《纽约时报》中国环境新闻

报道语料进行词频统计，在去掉虚词或无用词之

后，排名前 12 位的词分别是：中国（China）、说

（said）、环境的（environmental）、中国的（Chinese）、
能源（energy）、污染（pollution）、政府（government）、
北京（Beijing）、水（water）、官员（officials）、

空气（air）、煤（coal），如表 1 所示。

从词频统计结果来看，水污染（含缺水）、

空气污染被报道的频率较高。值得注意的是，“增

长（growth）”一词作为高频词出现了 139 次，在

报道中国环境问题的时候，将环境与增长（经济

增长）联系起来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是固定

框架。

秉承精英主义的《纽约时报》文本生产者不仅

清晰地将中国“差异化” “范畴化”和“他者化”，

而且使用话语策略将中国政府的环境保护成果“否

定化”，如：

例 2：中国大量的燃煤电厂让人怀疑（难以相

信）中国的能源优先（政策）。（2015 年 11 月 12 日）

（二）语义层描述

隐喻（metaphor）简单说就是“以物说物”。

乔治 •莱克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 •约翰逊（Mark 
Johnson）指出，“作为我们思考和行动依据的概

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隐喻性的。”[6] 隐喻不是只

局限在语言内部，不仅是一种语言性格，还是人

们思维和行为的模式，即概念隐喻。

《纽约时报》中国环境新闻文本将三个结构元

素（认同、意图、类别）通过投射和认知整合过

程生成，形成了关于与环境污染战斗的概念隐喻。

同时，该报还善于将“我们”（如市民）与“他方”

（如政府）通过语词隐喻与空间隐喻的手段建构

起一种对立与冲突关系，如图 3、表 2。

 

在搭配研究方面，本研究选择使用 AntConc
软件（3.5.7 版本），将 2000 年至 2017 年《纽约

时报》中国环境报道的新闻文本进行语料收集、

编码转化、文件整理形成了一个自建语料库，作

为参照语料库，并将其与 Crown 语料库进行对比。

在生成主题词表去除功能词之后，筛选出主题性

排序靠前的主题词表如图 4 所示。

表 1 2000—2017 年《纽约时报》中国环境报道词频统计

形 符
（token）

China/Chinese/
Beijing

said

environmental
energy
pollution

government

water

officials

air

coal

频 率
（frequency）

分 析
（analysis）

选择来自中国政府发布的内容和公

布的数据作为信源，凸显新闻的客

观性

使用主动动词 (active words) 来叙

述，增强新闻可信度

既是高频词，也是关键词

能源争夺、可替代能源选择

既是高频词，也是关键词

政府在宾语位置出现更多地是被问

责的对象

包括水污染、缺水、南水北调

转引中国政府官员的话语增强了报

道的事实性，但对于具体是哪个政

府部门的官员则常常语焉不详

既是高频词，也是关键词

燃煤在多篇新闻报道中被视作空气

污染的罪魁祸首

1197/366/
275

775

391
364
325

297

263

252

241

229

 图 3 《纽约时报》中国空气报道的概念隐喻（一）

 表 2 《纽约时报》中国空气报道的概念隐喻（二）

“我方”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布的空气

质量指数

重雾霾下抗争的人们

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

用行动抗议雾霾、唤醒环保

意识的行为艺术家

“他方”

中国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空气

质量指数

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一味重视

政府下架该纪录片

政府官员的外交辞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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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 我们可以看出，“pollution（污染）”、

“煤炭（coal）”无论是词频和主题性都非常突

出，反映了《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环境的核心内

容，凸显了污染的主题性，同时煤炭（的使用和

燃烧）被当成重要原因被问责。此外，“政府

（government，298 次）”等词也验证了前文中“公

共问责 / 治理 / 监管”作为《纽约时报》首选的报

道内容框架。“大坝（dam，132 次）”、“水（water，
264 次）”也获得了较高的主题性，说明这些议题

在自建语料库里的受重视程度。

以“增长（growth，140 次，主题性 323.62）”

为例在语料库里看该词的搭配，结果见图 5。

图 4 主题词（与 Crown 语料库对比）

图 5 “growth”的搭配情况

从图 5 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让

中国和中国人民窒息（choking）是常见的描述，

与“经济”一起搭配组成的“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成为中国环境的罪魁祸首。实际上，

中国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直在践行生态经济的理

念，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

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纽

约时报》话语生产者的建构中，这些成果与理念

被忽视，成为被“凝视”的环境“他者”。

三 《纽约时报》中国环境形象建构之

批评话语分析：话语实践解释

新闻需要通过话语表征来生成意义。通常我

们将被表征的信息被直接给出的情形称之为“转

引”；将语境外的内容内嵌于语篇信息之内，成

为一种预设的内容，我们一般把这种预设内容的

形式称之为“互文”。如果说转引更多地指的是

一种偏重技术的策略，那么互文则是指根植于新

闻生产者心底的一种意识。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

（Kristeva）的“互文性”主要指的是“互文本”，即。

一个文本或者语篇是由它以前的文本或者语篇的

遗迹或记忆形成 [7]。在分析《纽约时报》中国环

境报道的时候，我们认为报纸的互文不仅限于文

本互文，也包括了图 - 文互文、标题 - 排版互文、

历史 - 现在互文等范畴。多种“文本”与“声音”

耦合产生了极大的建构力和阐释力。

例 3：中国最大的健康灾难不是可怕的四川地

震，是空气。在这次地震中，5.5 万千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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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中国和国际相关机构研究，现在每年

有 30 万人到 40 万人由于长期受到室外空气污染

而致死，而这很少有人注意到。（2008 年 5 月 25 日）

在 2008 年 5 月 25 日《纽约时报》这篇题为“呼

吸都是致命的地方”的评论中，新闻生产者在报

道空气污染的同时，将四川地震与中国空气污染

互文联系起来，并列出四川地震中的死亡人数来

增强新闻的冲击力，属于典型的“将历史插入文

本”。同时，转引了非确切信源甚至未被证实的

机构观点对空气污染带来的年死亡人数进行断言，

建构了一幅“污染中国”“危险中国”“冷漠中国”

的镜像。该报关于中国雾霾致死的数字也存在随

意臆造的现象。

《纽约时报》通过引语、预设、否定、超话语、

反语等手段来建构显性互文性和构成互文性，以

操作读者、建构认同。“互文”话语强化了受众

对于中国环境形象的僵化认知。该报反复使用事

件互文、信源互文、体裁互文、图文互文等多种

形式来持续凸显中国环境、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

的负面形象。大量互文的反复使用无形中解放并

加强了受众（读者）在文本解读中的主体性。在

开放的话语语境中，受众更有可能参与文本的解

读过程。本研究发现，63.3%《纽约时报》中国环

境报道都选择了“文字 + 图片”的组合报道形式。

大量的图片符号既生产了“视觉隐喻”，又构成

了一种“视觉建构（visual construction）”，成为

了特定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新闻生产“潜规则（casting 
couch）”。相比传统的纸质报道，《纽约时报》

现在正大力拓展数据新闻，借助于图像、音频、

视频、超链接等可视化多模态符号，以提升其话

语的“劝服性”传播效果。互文示例如图 6 所示。

 

图片中，事件当事人与背后烟囱的污染背景被

放置在同一镜头中，形成巨大反差，给人一种强

烈的视觉冲击，建构起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严重威

胁环境生态和人民健康的负面形象。从 2007 年开

始，《纽约时报》评论版甚至设置了“窒息式增长”

（choking growth）的固定版块，邀请多位专栏作

者与专家执笔。《纽约时报》在长期的环境新闻

报道中，熟悉放大或缩小风险的各种手段。在涉

华环境报道中，《纽约时报》将风险社会当成传

播基点，使用互文、类比、夸张、排比、隐喻等“风

险放大式修辞”话语，刻意渲染中国环境的负面

效应。

与传统环境报道社会责任视角的理性主义诉

求不同，该报的中国环境报道呈现较强的自由主

义倾向，且倾向于以美国的标准为唯一准绳。其

偏好“价值观”的报道，充满了高高在上的“利

他的民主”和所谓的“广泛社会合意”，而忽视

了中国环境语境特殊性。在中国环境意义生产方

面，该报的通用模式是在新闻语言中杂糅认知、

权力、意识形态，使用大量的话语和视觉修辞在

话语中渗透情感，其较为常见的策略包括不同视

角的选择、“指责受害者式”的偷换概念、互文

前提框架预设、“假扮受害者式”的颠倒是非、“部

分承认事实”的话语建构等。通过一系列语境化

策略的巧妙呈现，其将“过去”与“现在”共振，

将受众“拉到”了现场，建构了环境受害者与受

众之间的共鸣场，实现了情感迁移。

四 《纽约时报》中国环境形象建构的

批评话语分析：社会实践阐释

环境新闻从来都不是大众媒体对于环境事件

静态、单一的报道，环境新闻永远都是多种复杂

因素综合交织之下的意义生产，经济、风险、政治、

科学技术、社会动员等名词是环境新闻中的常客。

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现代性的发展伴随着巨大的

自然、人文和社会风险。海啸、地震、水污染、

水缺乏、空气污染、气候变暖等自然或人文导致

的环境议题成为报纸固定议题的同时，也促成了

媒体转向为风险社会的感知者、传播者与动员者，

环境新闻转向为环境传播。刘涛认为自然环境不

是静态的、单纯的生态学命题，而是承载着非常

复杂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意义 [8]。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环境问题的时候，经

图 6 2015 年 11 月 12 日 “燃煤电厂过多让人

怀疑中国的首选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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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采取对公共环境进行监督和问责的视角，对中

国政府治理和监管提出质疑，从公共角度进行问

责，“表征”中国的环境问题，给受众造成一种“在

场感”，制造环境舆论，引导环境行动。本研究

在大量话语实践的案例分析基础上，概括了《纽

约时报》建构的四种中国环境形象：片面追求经

济增长下的人与环境失调、放任技术盲目发展的

环境弗兰肯斯坦、政治管控背景下的环境积极分

子抗争、崛起政治大国的国际环境话语权争夺。

（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下的人与环境失调

1962 年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 • 卡逊（Rachel 
Carson） 的 科 普 读 物《 沉 寂 的 春 天》（Silent 
Spring）问世，激发了美国环境保护良知；1972 年

美国学者米都斯（D. H. Meadows）等人所著的学

术著作《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of Growth）销

量竟然达到了惊人的 400 万册。抑制经济无序增

长以换取人与社会和环境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性主

义在美国深入人心 [9]。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污染的同时，常使

用定语从句或同位语从句作为补充信息意指中国

经济快速增长和发达程度等，从而建构出一幅“中

国只顾经济发展而不重视环境保护”的不负责任

的负面形象。在《纽约时报》看来，中国自从改

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尽管取得巨大的成就，高

耸的楼房、排放的尾气虽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输入，但其表征的是片面追求

经济增长下的人与环境失调，因而成为无数《纽

约时报》环境新闻图片中的反面陪衬。

（二）放任技术盲目发展的环境弗兰肯斯坦

《纽约时报》的中国环境报道认为技术具有不

确定性，技术一旦失控，就成了“弗兰肯斯坦”怪兽，

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技术本身。诸

如核技术、大坝等技术本身仍属于技术风险界定不

明确的技术，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短时间并不能评

估出来，因而必须持审慎的态度。（2）技术与健

康。环境污染与环境问题对土壤、空气造成伤害，

进而影响人们的健康，导致更多人患上或死于某些

疾病，或增加了患某些疾病的风险。（3）技术与

伦理。当技术成为一种重要的变量介入人与自然和

环境的二维关系中，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否符

合回报率的要求？这样，人的主体性与价值就需要

被重新思索或重构，进而给人类提出了技术伦理学

的命题。（4）技术与政治。当公众的环境意识被

唤醒，环境公共参与、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司法正

义、环境民主运动就将环境问题演进为政治问题。

在《纽约时报》新闻文本意义建构中，中国公众对

于环境技术的误解和中国的网络安全管理措施都

被赋予了政治和民主所指。

《纽约时报》的社会责任心与环境监督感是其

在欧美赢得无数受众付费青睐的重要原因，但是，

其在报道中国环境事件中的技术时，却将技术风

险放大，将技术政治化，将科学上尚未定性的若

干要素进行相关性勾连甚至强行赋予因果联系，

这显然不是媒介应有的客观态度。很明显，《纽

约时报》作为媒介，却“越位”审判中国的环境

技术，包括对技术本身、技术伦理以及对技术背

后的政治权力景象进行随意猜测。

（三）政治管控背景下的环境积极分子抗争

不同舆论场域的分化与对抗在中国环境媒介

新闻报道中的反差成为了《纽约时报》刻意渲染

的点。从《纽约时报》的角度来看，以中国国家

新闻社、中国国家电视台为代表的党报国刊构建

的是中国主流媒体舆论场，以中国环境积极分子、

中国环境问题受害者为代表构建的则是民间声音

舆论场。两个舆论场不是有机互补，而是日益分化、

对立甚至对抗。

一方面，在描述中国政府环境治理与环境保

护政策、行动与成效的时候，《纽约时报》使用

了大量“否定”“负面”的定性语词，如质疑中

国煤炭治理政策是“自欺欺人”，从环境恶化讨

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增长政策的合法性、质疑中

国环境公开数据等。另一方面，《纽约时报》在

描述环境积极分子抗争的时候则是另一种报道风

格，刻意建构了另外一种“场域”。首先常引用

一些有争议的环境独立研究机构的数据或观点作

为信源，如公共和环境事务研究院（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绿色和平组织

（Greenpeace）等机构的数据和观点。环保积极分

子不论是抗议垃圾焚烧厂，还是抗议大坝建设，

都被该报经过话语隐喻被赋予了合法性。在报道

页岩气开采的环境事故中，其将无法及时乘车逃

离的人们描写为“等死”（ waited to die），刻意

凸显一种无辜者为人为环境危机牺牲的悲怆形象。

《纽约时报》过度词汇化（overwordin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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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技巧则非常巧妙地凸显出环境被严重破坏话

题的主题性（keyness），渲染了报道中环境保护

斗士抗争的移情（empathy）传播效果。其框限了

部分事实，凸显了部分事实，建构起其试图建构

的中国环境“负面”媒介形象。

（四）崛起政治大国的国际环境话语权争夺

秉承“冲突基调”的《纽约时报》新闻生产者，

不仅漠视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进步，更是

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将大国崛起中勇担环

境保护重任的中国建构成不惜代价、不管他国利

益而一味争夺国际环境话语权的冷血国度。

在报道中国环境事件时，该报常将中国现在的

环境与中国历史或前领导人通过互文技巧联系起

来。其历史互文的目的无非是要建构一个与西方

世界迥异的“他者”形象。在报道涉及国际环境

联合治理的时候，该报常常通过标题直接凸显中

国的环境“雄心”对环境、世界和其他国家的伤害，

且多使用负面的报道态度框架。如：

例 4：研究发现，中国也向西方国家出口污染。

（2014 年 1 月 1 日）

研究表明，《纽约时报》的“中立”报道并不

中立，其不过是主导性文化规则支配下的“中立”。

大众媒介往往通过生产或建构一种“普遍共识”

或“一致舆论”来形成对优势话语资源的复制与

生产，以及对“普遍共识”或“一致舆论”得以

存在的生产关系和消费关系的再生产，以此来保

证其自身生存地位和话语地位的合法性。《纽约

时报》建构出来的四种中国环境形象尽管貌似“客

观”和“价值无涉”，但是通过分析能够发现其

明显的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的痕迹。

不管该报如何标榜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环境

正义感或如何显示并捍卫自己的媒介中立主义与

媒介专业主义，事实证明，该报在涉华环境报道

中的确存在着双重标准。该报对“美国优先”“美

国标准”的推崇与“他者中国”“黄祸中国”的

中国环境形象建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文本

中大量充斥着国际传播的意识形态偏见。《纽约

时报》等手握话语权的西方媒体，“抛弃了长

矛”，使用了更隐晦的修辞话语建构场域；利用

新传播技术，导致“知识沟”“信息沟”“话语

沟”不断扩大，使得超越文化的沟通（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

五 中国环境形象媒介建构的建议

美国媒体有着非常强烈的传播美国价值观的

原始动因，《纽约时报》之所以选择如此建构中

国的环境形象，主要还是源于中美价值观的差异。

价值观的认知与文化差异，往往使得新闻话语化

作权力，统摄传播，帮助“传者”构建身份与意

识形态。事实是，如果中国某一环境问题的确是

恶化的和迫切需要治理的，那么就算《纽约时报》

建构的是负面镜像，我们也是承认的；但是如果

是不实建构甚至是扭曲中国环境形象的话，是过

度使用环境生态主义和环境理性主义作为合法性

来裹挟中国环境报道，从而进行权力和意识形态

渗透，我们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接下来，本文将

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环境形象和中国形象媒介

建构的改进策略。

（一）提升中国环境形象建构的科学性

环境问题存在高参与度与低辨识度并存的特

点，且爆发周期短、实践影响大。僵硬的、偏重“宣

传”的环境新闻报道，不仅对国际受众难以起到

形塑中国环境形象的效果，其在面对国内来势汹

汹的环境舆论时，也可能引起“戏谑式”和“对

抗式”解读，形成“官方”与“民间”两个迥异

的舆论场域，甚至引发大规模社会运动与群体性

事件，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身份认同。因此，中国

环境形象建构需要迫切提升传播的科学性。

一方面，由于环境议题常涉及较为复杂的专

业技术知识，且常常伴随着风险和危机，所以媒

体的环境报道常常高度依赖专家信源，媒体态度

常与专家一致，这样就容易形成重专业崇权威的

“科技范式”；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环境事件的

决策过程通常伴随着维稳的需要，使得信息披露

很难做到及时有效，以至于谣言以一种“非制度

化的抗议手段”传播着民意，成为社会心理的重

要表征。因此，中国环境新闻的生产与传播需要

提升公共性与参与性作为其科学传播的有效动力。

媒体在环境运动过程中需要从单纯的意识形态“传

播者”，转变为推动民间表达合法性的“助推手”，

成为民意与政府之间的“调停人”；同时开放话语，

鼓励不同的声音参与环境公共性的构建，并使有

效协商对话成为可能。中国的环境新闻报道需要

修正一味的“专家中心论”模式，需要将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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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主体者的“声音”用多模态话语符号表征出来，

同时积极与智能化新媒体、社交媒体进行互动，

实现实时有效的反馈，以完成民意塑造，在新闻

报道者和环保倡导者的双重角色中实现平衡。

（二）提升中国环境形象建构的跨文化性

在单一人文地理环境下谈文化尚有主流文化与

亚文化之争的困扰。中国环境的形象跨文化文本

建构则包含了“西 - 中”“过去 - 现在”“主流 -

边缘”“精英 - 大众”等多个象限，因此，在中

国环境形象“自塑”和其他有关中国的形象建构

中，我们需要走向跨文化形象建构与传播。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演讲中强调

的那样，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同处一个世界，

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

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

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

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不断迈

上新台阶。从环境“共同体”出发，我们都生活在

同一个地球，共享同一片蓝天。不论是中国环境自

我建构形象的国际传播，还是西方媒体对中国环境

形象的建构，都是在跨越异质语言和文化的编码和

解码过程中完成的。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新形势下，中国环境形

象建构需要走向跨文化塑造、重视视角转换，这样

才有助于我们摆脱在传统媒体语境下的失势，在媒

介融合东风下后发制人，让中国环境传播既有“从

上而下”的理论性，又有“自下而上”的操作性，

助力构建中国对外传播的全球大格局。在中国环境

传播力提升、中国环境形象建构等议题上，我们亟

需提升环境建构的跨文化性，将环境传播的理念转

换升级到跨文化哲学的向度。既超越萨义德的东方

主义（orientalism），也超越固步自封、不学习他

者的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既不接受西

方全盘支配性的观点，也反对抱残守缺的本土观

点。我们应跨出文化舒适区，跳出传统“自闭症”，

抛开“主-客”对立的二元模式，进行对话与协商，

塑造跨文化的主体间性，迈向多元他者的文化交

流。

尽管依然存在着国家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动机，

但我们对于中国环境和各种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视

本身就是一个消解西方传统偏见、孕育新的文化

对话与文化共生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交流是在文

明互鉴的框架中展开的，我们应该回到“互惠性

理解”的立场，坚持超越文化偏见的对话，提升

跨文化环境形象建构的有效性。

通过对《纽约时报》中国环境报道新闻文本

的批评话语研究，我们发现，作为行业标杆的《纽

约时报》并没有做到如实客观地报道中国环境和

建构中国环境形象。大量隐性的文化偏见背后是

权力与意识形态的介入与渗透，折射的是中美在

环境发展、新闻报道、道路选择等多方面价值观

的差异。中国环境形象与中国形象的媒介建构并

非一夕之功。历史上，从丝绸之路到四大发明，

再到郑和下西洋，中国的文化传播分享了我们对

世界的认知，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彼此的了解

和互信。时至今日，我们要用行动去惠及四邻，

用“一带一路”倡议架起桥梁，普惠众国。与此同时，

我们需要提升环境传播的科学性与跨文化性，以

更好地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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